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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組織內主管的圈內團
體與圈外團體的正義知覺之差異。由於華
人社會具有集體主義傾向，以台灣企業組
織及其成員為受試樣本的研究將可突顯團
體認同的差異性。本研究包含一個探索性
個案研究以及一個調查研究。前者為要深
入瞭解複雜人際脈絡如何影響組織成員的
正義知覺，後者則鎖定在組織成員對處罰
事件的看法。研究結果發現，圈內成員與
圈外成員的正義知覺具有差異。迴歸分析
結果顯示，受試者對懲戒事件分配正義知
覺的預測變項為個體的正義信念，對懲戒
事件的程序正義知覺的預測變項為主管與
部屬間的交換品質。最後，研究者討論研
究意涵、研究貢獻與未來研究方向。 
 
關鍵詞：組織正義、圈內成員與圈外成員、
處罰、團體認同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of justice perceptions between 
supervisors’ in-group and out-group members 
in organizations. Since Chinese societies are 
collective ones, using Taiwanese organi-zational 
members to be our sample may significantly 
reflect the variations of group identity. This study 
contains an exploratory case study and a survey 

research. The former attempts to understand 
organizational members’ justice perceptions in 
complex social contexts, while the latter aims at 
examining organizational members’ views on 
punitive events. Research results found support 
for a difference of justice perceptions between 
in-group and out-group members.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individual’s justice world 
motive predicts distributive justice perceptions, 
and their perceptions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quality predict procedural justice 
perceptions. Finally, the researcher discusses 
implications, contribu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words : Organizational Justice, In-group and 

Out-group, Punishment, Group Identity 
 
二、緣由與目的 
 
組織正義（Organizational Justice）是晚
近 組 織 行 為 理 論 之 重 要 課 題 之 一

（Greenberg, 1996； Folger, 1998）。學者
Greenberg（1996）認為，組織成員如何看
待公平與正義，可以幫助吾人更清楚掌握
提昇管理績效之手段。不過，他也同時指
出，有關於正義知覺的問題必須更明確的
置於社會系絡內加以討論。複雜的人際互
動如何影響組織成員的正義知覺乃是當前
理論尚存的缺口之一。本研究希望增補我
們對於組織正義的相關知識，並且蒐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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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資料，以瞭解組織成員的正義知覺是否
受到所屬團體的不同而異。由於華人社會

具有集權主義傾向（Hofstede, 1980），以
台灣企業組織及其成員為受試樣本的研究
將可突顯出團體認同之差異性。尤其，華
人對於圈內團體與圈外團體之區隔似乎格
外明顯。圈內部屬與圈外部屬是否對於組
織正義存在不同的知覺與態度，是一個相
當值得關切的議題。 
 
本研究同時採用探索性定性研究以及
定量研究。前者為要深入瞭解組織內複雜
的人際脈絡如何影響成員的正義知覺，研
究人員進入一家中小型企業進行觀察與訪
視。研究期間公司內發生『代理總經理事
件』，因而產生圈內與圈外團體成員間的
不同看法。定量研究部份，為使研究範圍
不至於過為廣泛，研究者將研究對象鎖定
在組織成員對處罰事件的看法。處罰是長
久以來管理上常用的方法之一，不過也受
到許多質疑。本研究中，處罰被視為旁觀
者用以詮釋複雜社會關係網絡的某種特殊
事件。若是團體成員對團體價值抱持懷疑
心態，或對主管處罰部屬的動機存疑，往
往他們會從經驗中歸納出，主管的處罰原
則並不一致，進而影響部屬的正義知覺。
從主管的角度來看，處罰事件當事人與主
管的關係可能會影響主管的作法。若是主
管的親信部屬犯錯，主管可能會大事化
小、小事化無。反之，若是主管原本不信
任的部屬犯錯，主管可能加重處罰。另外，
長久以來，中國人的社會裡瀰漫一股形式
主義。在部屬的眼中，主管所使用的決策
程序其目的往往是用來敷衍部屬或作為搪
塞的藉口，並無實際效力。因此，團體成
員對於處罰程序是否得當常常顯得莫不關
己，也較不關心主管是否提出充分的理
由，說明處罰的原委。因此，中國人的社
會裡，人的因素是否為正義知覺的主要解
釋變項，是值得探討的主題。 
 
研究者提出的研究問題為：主管圈內
團體成員與圈外團體成員對處罰事件的正
義知覺是否不同？個人的正義信念是否影
響旁觀部屬的正義知覺？本研究有以下目

的：（1）回顧組織正義、處罰、圈內團體
與圈外團體、及其他相關變項的文獻，以

及（2）以個案法與實證法探討圈內團體與
圈外團體成員對於處罰事件的正義知覺。
本研究報告的內容包括：首先，研究者嘗
試對相關文獻作一簡要回顧，然後研究者
將提出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說；接著，研究
者以一個企業個案說明圈內團體與圈外團
體對正義知覺的不同；再其次，研究者將
進行問卷調查，抽樣對象為企業組織中的
員工，請他們填答對於某位同事被上司處
罰的看法；最後，從研究結果進行討論與
建議。 
 
在組織行為的文獻中，Graen 以及他的
同僚(Dansereau, Graen, & Haga, 1975)以功
能的觀點出發提出一套領導交換理論，並

且建立於社會交換理論 (Social Exchange 
Theory)的經濟假設上。也就是，每個人均
希望最大化獎酬並最小化損失（Thibaut & 
Kelley, 1959)。社會交換理論的前提是雙方
的關係若是獎酬多於成本則會導致互信與

相互吸引（Blau, 1964）。並且，社會交易
的內容除了物質的利益外還包括心理的獎
賞，如：地位、忠誠感、和讚許。他們認
為，由於任務需求的關係，主管與不同的
部屬分別發展不同的對偶關係。主管與某
些部屬發展高品質的、支持性的、信任的、

以及敏銳的交換關係（Graen & Cashman, 
1975）。這些圈內成員通常被主管視為較
有責任感、有能力、可依賴的、忠誠的、
有承諾感的；反之，圈外成員則經驗到主
管基於組織權威的正式監督。另外，圈內
成員與圈外成員的差異在於任務接觸的頻
率不同。主管會較花費時間與圈內成員接
觸，而較少花時間與圈外成員接觸。 
 
在國內的研究方面，戚樹誠與林行宜

（民 83）針對 65位企業高層主管的調查中
發現，高層主管對於親信、自己人、外人
三類部屬存在顯著的關係差異。該研究顯
示，主管與親信間的親近程度、信任程度，
較諸與非親信之自己人為高，而與非親信
之自己人之關係又較與外人為密切。並
且，主管知覺到三者之忠誠度亦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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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主管認為，親信較其他自己人具有忠
誠度，而其他自己人又較外人具有忠誠
度。同樣的關係亦存在於主管對部屬工作
價值的知覺。另外，主管也知覺到其與親
信間的價值取向相當一致。 
 
部屬與主管的關係類型可能會影響其

正義知覺。例如：Fulk et al.（1985）的研究
顯示，主管與部屬間的對偶關係會影響部

屬對績效評估的公平知覺。Deluga（1994）
針對86對主管與部屬的研究試圖檢視公平
知覺與主管部屬關係品質的關係。不過，

Deluga 的研究結果顯示，兩者間的關聯性
並不顯著。本研究擬檢視前述不一致的研
究結果，以瞭解正義知覺與關係品質之間
究竟是否具有關聯性。研究者將關係品質
區分為圈內與圈外兩類。若主管與部屬間
關係品質高，則稱該部屬為圈內部屬；若
關係品質低則稱為圈外部屬。圈內部屬與
圈外部屬的正義知覺可能有差異。 
 
其次，一個人對正義的評斷會受到個

人的正義信念所影響（Lerner, 1980）。Lerner
（1977）提出正義動機理論（Justice Motive 
Theory），他認為，正義的存在並非為要獲
得利潤的最大化，而是正義本身是人類的

基本要求。Lerner 認為，北美地區的人們
相信世界是有秩序的、正義的。這種對正
義的強烈信念，會讓他們在組織中看到好
的行為被獎賞、不好的行為被處罰。華人
社會是否同樣具有此種傾向是值得探討
的，例如俗語所說：「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正是一種正
義信念的講法。最後，旁觀部屬與處罰事
件當事人的交往關係亦可能影響其正義知

覺。Lerner（1977）認為，就決策者與當事
人而言，若是彼此關係疏遠者，決策者可
能採用公平原則；若是彼此為朋友關係
者，則較可能強調個體需求。不過，就旁
觀者的角度而言，正義知覺或許亦受到該
旁觀部屬與處罰事件當事人的交往關係而
定。 
 
三、結果與討論 
 

為了能夠檢測主管的圈內團體與圈外
團體成員的正義知覺之差異性，研究者首
先選擇國內一家企業進行個案研究，然後
再進行抽樣調查。採用個案研究法的目的

在於（1）從組織的社會系絡判斷圈內團體
與圈外團體的存在情形，（2）以及瞭解當
事人與局外人對於正義知覺的觀點。研究
者透過開放式訪談瞭解部屬與其他同僚以
及主管的關係，從而界定個別部屬是屬於
主管的圈內團體或圈外團體。經由這些資
料，研究者可以描繪出受訪對象間之關係
格局。就定量研究而言，由於本研究涉及
頗為敏感之員工懲戒行為，所以研究者針
對熟識的企業進行立意抽樣。首先，研究
助理以電話訪談企業的中高階主管或人事
部門，告知本研究目的並瞭解該企業過去
半年是否有懲戒案件，若有則再詢問公司
接受問卷調查的意願。然而，實際研究進
行過程並不順利。某些企業雖提及最近半
年的確曾發生懲戒案例，但是參與研究的
意願則很低。在起初幾次訪問中，受訪公
司表達不希望研究人員訪談懲戒案件當事
人的立場，經研究人員一再保證不披露個
別資料，並僅針對當事人的同事進行問卷
調查始得到公司同意進行研究。 
 
問卷發放經過如下：每份調查問卷均
註明特定懲戒事件的當事人姓名，由研究
者將問卷分別置入貼有回郵的信封袋中，
透過企業主管或人事部門主管，代為轉交
給受懲戒當事人的同部門同事，並請受試
者於問卷填答完畢後，直接置入回郵信封
寄回（有三家公司的受試者是由人事部門

統一寄回）。調查問卷發放企業包括 4 家
大型企業（包含 1 家公營銀行）及 7 家中
小型企業。總計問卷發出 90份，經二至三
次催收後，回收 57份（有效問卷 53份），
有效回收率為 58.9%。 
 
研究者針對理論架構及研究假說的各
個變項進行衡量與施測。編製的問卷包

括：正義知覺量表、正義信念（BJW）量
表、領導部屬交換品質（QLMX）量表以
及喜好程度量表。首先，我們進行信度分
析，研究資料各衡量工具的內部一致性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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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Cronbachs’ α）如下：22題整體正義
知覺量表的信度值為 0.78（其中分配正義
構面為 0.67，程序正義構面為 0.76）；8
題部屬知覺的 QLMX 量表的信度值為
0.93；2題人際交往（喜好程度）量表的信
度值為 0.95；20 題正義信念量表的信度值
為 0.70。整體而言，信度檢測結果尚可接
受。 
 
研究者進一步檢視主管的圈內成員與
圈外成員的正義知覺是否有差異。研究者

依據QLMX數值將受試者區分為圈內與圈
外成員兩類，再檢測二者間的正義知覺是
否有顯著差異。研究者以較為保守的切割
點來區分「圈內成員」與「圈外成員」：

QLMX平均值超過 5 分者視為主管的「圈
內成員」（QLMX係採用 7 尺度衡量，平
均值超過 4 分即屬正向 QLMX）。依此標
準區分，受試者被歸類為主管的圈內與圈

外成員的比例分別為 22.4%與 77.6%。分析
結果顯示，主管的圈內成員與圈外成員對
於特定懲戒事件的整體正義知覺是有顯著
差異的。圈內成員較知覺特定懲戒事件是

公正的（t=2.81；p<0.01）。但進一步就懲
戒事件的個別特徵來分析，則顯示僅「建

設性」特徵乙項具有顯著差異（t=2.41；
p<0.05）。而建設性指的是主管能夠說明懲
戒原因，同時也能指出未來類似情況的行
為指引，也就是所謂「對事不對人」的懲
處，目的在矯正錯誤的「行為」而非旨在
懲罰犯錯的「人」。質言之，圈內成員比
圈外成員更認為主管的懲戒是「對事不對
人」。此外，就其他的程序特徵（控制性、
隱私性、互動性）以及懲戒事件的結果特
徵（嚴厲性）的正義知覺，圈內成員與圈
外成員並無顯著差異。 
 
接下來研究者建立迴歸模式，以

QLMX、正義信念及喜好程度為自變項
（independent variable）來預測受試者對於特
定懲戒事件的正義知覺。本研究欲解釋的

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除了「懲戒事
件整體正義知覺」外，也包括「懲戒結果
特徵」（嚴厲性）及「懲戒過程特徵」（建

設性、控制性、隱私性及互動性）的正義
知覺預測模式。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
對懲戒事件整體正義的預測變項為部屬知

覺的 QLMX；個體對懲戒事件分配正義的
預測變項為個體的正義信念；個體對懲戒
事件程序正義的預測變項為部屬知覺的

QLMX，不過，就個別構面而言，隱私性
及互動性二者缺乏解釋力。而無論是整體
正義、分配正義或程序正義的知覺，受試
者與懲戒事件當事人的交往關係（喜好度）
均缺乏解釋力。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對於現有相關文獻具有以下兩
方面貢獻：首先，近年來許多學者繼續擴

充 QLMX概念，也在QLMX衡量工具予以
精鍊。例如：Bauer 與 Green（1996）研究
QLMX 的序時發展歷程，他們發現不同階
段的對偶關係有不同性質的信任關係。對
偶關係的初期是認知層次，中期是行為層
次，後期則是情感層次。顯然，不同部屬

與主管之間的QLMX代表著不同的關係程
度。儘管如此，QLMX 文獻中對於公正、
正義的相關文獻卻相當罕見。Deluga（1994）
是少數的例外之一，但卻未發現 QLMX與
公正知覺具關聯性。Deluga 相信兩者間應
該存在關係，且此一關係符合早先的理
論，因此提出可能造成無關聯性的理由。
本研究可以增補原先實證文獻的不足，並

發現 QLMX與正義知覺具有關聯性。原因
有可能來自本研究的標的對象（懲戒事件）

較為明確，而 Deluga 的研究僅就一般性的
公平知覺進行衡量。 
 
其次，本研究針對懲戒事件探討旁觀
部屬的正義知覺。直接相關的研究包括

Trevino（1992），Ball et al.（1994），Butterfield 
et al.（1996）等研究。其中，Trevino（1992）
就旁觀部屬的立場可能的正義判斷進行文

獻回顧，Ball et al.（1994）試圖檢視懲戒事
件當事人的正義知覺以及其行為是否被改

變，Butterfield et al.（1996）則以定性方法
研究管理者對於施予懲戒的看法。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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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這些研究的不足，檢視旁觀部屬的正
義知覺受到何因素所影響。並且，本研究

結果可以與 Ball et al.（1994）的結果進行比
對，藉以瞭解旁觀部屬與當事人的知覺差
異。 
 
本研究與前述相關研究結果之間有相
同之處也有相異之處。相同之處再次驗證
了相關理論在不同文化系絡亦成立，然而
相異之處則正可能來自不同文化系絡的影
響。華人社會重視人情、關係與面子（黃

光國，民 79），是否因此會影響一個人的
正義判斷？另外，台灣社會的傳統性與現

代性也與西方社會不同（楊國樞，民 81），
是否亦可能產生影響？此二因素均值得後
續研究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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